
　

超越事本主义的“转化”:
 

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诉求的
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

孟凡坤∗∗

【摘　 要】
 

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性有助于打造以个体生活福祉为核心的服务

型政府。 以 12345 市民热线为牵引的“接诉即办”机制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多地实

践却陷入“忙而无功”的结构性困境。 理论界围绕“增强”与“减弱”回应强度形成两

条竞争性研究路径,进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本文引入诉求属性构建一个类型学

分析框架,基于 D 街道接诉即办改革案例,考察了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的内

在运行过程。 结果表明,基于“公共性 合理性”的诉求交互,基层政府分化出服务优

化、实质解决、情感安抚和下沉议事四种行动策略。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理论推导出

一种“转化式回应”的解释逻辑:作为与环境时刻交互的开放系统,理性的基层政府

组织将属地规模化的民意诉求视为一个兼具正负外部性的多层次意义系统,通过将

诉求办理与多重基础治理功能相联结,使其从治理负荷与任务转化为治理资源与支

点等积极要素,进而修复基层治理生态。 这一过程不仅从源头上降低了诉求产生的

可能性,缓解了诉求压力,对冲了制度压力,更实现了与其他治理工作的协调而非挤

压。 从这个角度,遵循事本主义的“短平快”且缺乏转化式回应可能是超大城市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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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事倍功半”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本文建议从上级分流和基层转化两个方面实

现政府均衡回应。
【关键词】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政府回应性;接诉即办;诉求属性;行动策略

一、
 

问题的提出

“大国大城”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陆铭,2016)。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为未来一个时期内超大城市治理

转型工作指明了基本方向。 相较于一般城市,超大城市是一个庞杂而又脆弱的人居

系统(吴晓林,2021)。 人口与资源的高度集聚与流动使得社会性联结极其活跃,但
是原子化程度也更加严重,居民诉求高度分化,利益交织与冲突不断发生。 在此背

景下,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从生产治理到生活治理的复杂转型过程(吕德文,
2024)。 行政力量由专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共同供给居民生活世界有机运转的

各种制度、组织和技术要素,通过对多元利益诉求的敏捷感知和实时响应,深度打造

以个体生活福祉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 从相关治理态势来看,市长信箱、电视问政、
领导留言板和 12345 市民热线等一系列回应形式不断涌现。 从北京的“接诉即办”,
到深圳的“民意速办”,再到杭州的“民呼我为”,均为着力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政府组

织回应性的重要产物。
 

这些治理实践通过制度创新明晰并强化基层政府回应职责,尊重个体利益诉求

的表达权利,依托 12345 市民热线等渠道主动吸纳居民诉求,并借助政治势能与绩效

反馈的压力传导机制,力图重塑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结构与过程(李

文钊,2023;张楠迪扬等,2023)。 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的接诉即办改革中,基层政

府更是被深度卷入中心化的回应工作。 高强度的回应方案取得一定治理成效的同

时,也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回应性悖论”:本意是增强基层政府的回应性,却往往适

得其反,出现了组织理性化所导致的回应性不足的反常现象(冯川,2021)。 其一,在
上级问责压力和全量吸纳的硬性条件下,基层政府将大量与公共利益无关的诉求纳

入服务范围而引发政府责任泛化(仇叶,2020);其二,基层政府的工作负担陡然上

升,转而以形式化回应代替实质性回应(雷望红,2018);其三,政府大包大揽,瓦解了

原已脆弱的社会力量(王亚华和毛恩慧,2021)。 对于这些非预期后果,不少学者主

张降低由上级制造的回应压力与规模,将政府回应从中心工作转变为常态工作(田

先红,2022)。 这些反思性的田野观察具有启发意义,挑战了高强度回应必然带来善

治的理论预设。 但上述解释逻辑同样面临现实的诸多拷问。 不少研究指出,如果缺

乏一定制度与社会压力的约束且压力之间未形成聚合效应,易出现基层政府难以有

效回应的问题(杨守涛,2022;何成祥和孔繁斌,2022),这与日常体验相吻合。 整体

观之,面对普遍“忙而无功”的结构性困境,当前理论与实务似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



超越事本主义的“转化”: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诉求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67　　　

处境。
现有的两支主流文献之所以如此矛盾和对立,细究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

方面,两支文献均将规模化涌现的居民诉求视为制度压力下的治理任务,具有明显

的单一结果导向(孙小逸,2024),因此忽略了诉求本身的多维内容与意义空间(孟凡

坤,2024);另一方面,对基层政府有效回应的内在机理缺乏充分考察,政府回应工作

被简化为有或无的二值选择和短期过程(孙斐,2022)。 回到现实场景,在我国超大

城市基层治理中,居民诉求如何影响基层政府的回应过程,具体形成了哪些有效回

应的行动策略?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行动策略为什么能够行之有效? 而为何

多数回应性工作却又容易事倍功半? 对于这一系列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问题的回

答、解释及与既有研究的深入对话,能够在加强与削弱回应强度的竞争性研究路径

之外拓展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进路,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工作如何从事倍功

半迈向事半功倍。
 

作为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性的代表性实践,接诉即办通过制度安排创设

高强度的基层回应形态,也不同程度地印证了上文所述诸多治理效果与悖论(李文

钊,2023;梅赐琪和李舒敏,2024),这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案例情境。 本文基于居民诉

求的属性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通过北京市 D 街道接诉即办改革的典型案例,识别

超大城市基层政府组织有效回应诉求的行动策略,并尝试从中推导出一种新的理论

解释,从而提供相应政策建议,为当前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性的基础理论研

究与接诉即办的实践改进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
 

两条竞争性研究路径:
 

回应强度的增强还是减弱?

政府回应性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 所

谓政府回应性(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指的是政府组织满足公众偏好的能力

(Rieselbach,1975)。 其既是衡量政府治理效能和民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现代政

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体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严格来说,西方语境关

注的是公众意见和偏好对正式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Ferland,2020)。 而在我国的制

度环境下,政府回应则更偏向于基层政府对日常生活中公众诉求的即时回应,而非

一种单纯承诺式的政策回应。 两者的差异构成了国内外研究进展的显著差别。 总

体来看,有关我国基层政府组织回应性,理论界形成了“增强”和“减弱”回应强度的

两条竞争性研究路径。
第一条研究路径着眼于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基本默认了提升政府回应性能够

融洽干群关系,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政治参与(郑建君和高妍春,2024)。 其中

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治理。 打造市长信箱、留言板和热线等功

能性数字界面可直接强化政民互动,组织化的数字平台和问题倒逼式的技术创新则

深入政府治理机制领域,通过提高治理能级和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实现对超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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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社会需求的精细化回应(彭勃和杨铭奕,2023)。 而且研究发现,电子政务环境

下即使面对延迟的回应,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提升,其更受到实用性而非

及时性的影响( Chen
 

et
 

al.,2023)。 二是制度创新。 高层规则的供给、执行和保障

(王亚华和毛恩慧,2021),可创制“指派责任制”这一新兴责任机制(汪仲启,2022),
为基层政府回应性提供了制度规范与外部动力。 而在超大城市社区治理中,基层政

府凭借“进阶适配”的治理机制渐次构建出复合化社区制度体系,从而精准满足多层

次的民众需求(孟凡坤,2024)。
 

其中更为丰富的研究来自提升政府回应性的实证发现,诉求来源、内容、表达方

式和情绪等要素与政府回应性息息相关。 从诉求来源来看,相较于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政府处理 12345 热线诉求的速度更快(张楠迪扬等,2023)。 诉求来源地行政面

积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回应性则越低(赵金旭等,2021);从诉求内容来看,对于公共

安全与社会治安类等紧急程度高的诉求以及政务服务类等改革重点领域的诉求回

应效率更高(张楠迪扬等,2023)。 与民众利益同质性高的诉求也更易得到政府的积

极回应(Liu
 

et
 

al.,2024);从诉求表达方式来看,政府会根据民众采用的话语模式、
政治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进行选择性回应(孟天广和李锋,2015);从诉求情绪来看,
公民个体诉求情绪特征越积极,政府回应性越强;而政府的回应性强度与诉求群体

的负面情绪表达程度高度正相关(秦川申和张弘力,2023)。 但当诉求进入正式回应

的工作流程,诉求情绪则可能会被工作程序所消解(张楠迪扬等,2023)。 另外,一些

其他研究也发现,领导指示( Ma
 

et
 

al.,2023)、问责制下的基层排名( Zhang
 

et
 

al.,
2025)等组织压力也对政府回应性产生重要影响。

上述观点的核心逻辑是制度、技术和组织等因素的缺陷导致政府回应性不足,
因而要强化领导重视(李锋和马亮,2021),重塑科层条块关系,通过多种方式着重提

升基层政府的回应强度。 但这些文献大多将政府回应行为等同于一种二元(是与

否、快与慢)选择的因变量,忽视了政府回应的持续性互动过程。 并且,这些文献主要

是从总体城市层面展开相关分析,缺乏对多元化诉求影响基层政府回应过程的微观组

织考察,没有捕捉到在政府高强度回应状态下反而会出现回应性不足的非预期后果。
 

第二条研究路径则对上述高强度回应带来善治的理论预设提出了质疑。 这部

分研究将讨论重心置于“上级—基层—民众”结构性关系中回应性机制设施的实际

运作,通过田野观察与分析对基层政府高强度回应带来的一系列异化行为进行了相

对一致性的审视和反思。 相关文献讨论聚焦两个方面。 一是回应性机制对原有社

会公共生态的破坏。 随着 12345 热线下沉到基层社会,低成本的投诉成为民众争取

权益的重要选择,引发了居民诉求的无限膨胀。 当地民众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服务

话语的保护“包装”私利化诉求,基层干部则通过保证证据链和规范化处置的方式释

放压力、规避责任,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公共规则(雷望红,2018)。 二是回应性机

制所诱发的形式主义。 在上级的强问责与基层社会复杂现实难以兼容的背景下,基
层自主性空间被大幅压缩,倒逼基层干部采取各种避责手段应对上级压力(田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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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从而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基于田野经验的研究转向描述了基层政府回应工作的微观过程,关注到 12345

热线从常规强度应用进阶为高强度应用所导致的基层治理效率损耗 (安永军,
2022)。 在此观察下,这些学者较为一致地主张减少政治压力与考核,降低上级刻意

制造的回应强度,从而释放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然而,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缺乏

政治压力的基层政府组织往往遵循唯上不唯下的行政逻辑,对民众诉求容易推诿扯

皮、不闻不问(何成祥和孔繁斌,2022)。 而超大城市规模化的诉求如若不加处置又

很容易滋生各种风险(吴晓林,2021),也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另一方

面,这些研究过度强调了私利化居民诉求对基层行政系统的负面冲击。 无理诉求是

否只是这些文献中描述的政府无动于衷抑或被动应对? 而且诉求的正面价值也被

大大忽视。 总之,上述田野研究忽视了居民诉求的多元化及其多维意义,也未关注

到压力情境下基层政府对居民诉求的能动解构与再建构的多样治理过程。
 

不难发现,上述两条看似对立的研究路径及其学术论争本质上提供的都是一种

有关回应强度的解释。 只不过前者认为,上级通过传导政治压力与扩大回应规模,
带来基层政府回应性的大幅提升;后者则发现,刻意制造出的高回应强度会引发一

系列异化行为,反而适得其反,故而应主动降低强度。 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上陷入了

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 笔者认为,现有文献的局限在于,上述研究的落脚点都将居

民诉求的涌现模糊化为对基层政府的外部冲击,即规模化的居民诉求是经由上级转

包、难以预测的治理任务和负担,基层政府的回应性行为仅遵循解决这些任务的事

本主义逻辑(汪仲启,2022),而居民诉求对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及基层政府的

组织能动过程却未加细察。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则加剧了这种情形。 这使

得相关研究中基层政府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被割裂的、被动的乃至相互排

斥的。 为弥补上述理论缺口,本文将基于一个自下而上有关诉求属性的类型学视

角,刻画超大城市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有效回应居民诉求的策略方式,并阐释为何

超大城市基层政府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回应,以及其背后的逻辑条件究竟是

什么。

三、
 

“诉求属性 行动策略”类型学分析框架

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对不同类型的居民诉求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着不同的态度

和处理方式。 本文关注居民诉求所蕴含的内容属性,将其作为一种自变量进行理论

建构,进而提出一个类型学分析框架,解析不同诉求所对应的行动策略。
 

(一)
 

引入诉求属性

在制度压力和服务保护情境下,居民以低成本将自身诉求直接反馈到上级政

府,这些诉求随后通过一系列标准化过程被转包为带有行政考核指标的治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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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至基层政府。 因此,与常规回应状态模式相比,接诉即办改革下的民意诉求含

有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属性。 只不过这些诉求任务更加细碎多元,具有强烈的

社会偏好和上级越过基层吸纳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具体办理这些诉求任务的过程

中,基层干部往往对诉求本身有着强烈的直觉判断与一线经验认知。 而民意诉求的

内容属性则是他们进入现场解决诉求的主要判断依据(孟凡坤,2024)。 属性是指事

物所具有的特性、性质或特点,它可揭示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 在政府治理过程

中,任务的模糊性、复杂性、冲突性、兼容性、激励性等多样化属性要素会诱发科层政

府组织差异化的策略选择、执行安排和治理机制(姚东旻等,2021)。 比如经典的“模

糊 冲突模型”提出,根据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两类属性,能够将政策执行模

式划分为行政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和试验性执行四类( Matland,1995)。
同理,面对不同属性的诉求任务,基层政府组织也会采取匹配性的回应策略。 实证

研究发现,政府会优先回应最迫切、公平性和公共性最强的基础民生诉求(赵金旭

等,2021)。 居民对政府回应的要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单纯的及时反馈转向期待

有着公平、正义、权利等多层次考量的回应(孙小逸,2024)。
居民诉求内容十分驳杂,那么什么属性被认为是重要的? 作为一种行动取向,

理性是理解现代社会与组织运行的重要切入点。 根据韦伯的理论分析,本文基于价

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两个人类和组织分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解析诉求提出者与办

理者双方的本质逻辑。 本文认为,居民诉求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性”和“合理性”两个

核心属性,其既涉及居民诉求的主观想法与客观要素,也关联到基层政府组织对诉

求的分析与理解。
1.

 

诉求的公共性

价值理性是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纯由其信仰所决定” (马克斯·韦

伯,2005)。 居民提出某个诉求往往出于某种价值目的,一般或为私利或为公利。
“公”与“私”是一组对立关系,公共性(publicity)以个人为基础并以超越极端个人主

义(利己主义)为旨趣,是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人们从私人领

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实现自身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变(李

友梅等,2012)。 简言之,一个人越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谦抑自我,其公共性越强(冯

仕政,2021)。 事实上,人的动机有“二象性”,人既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也表

现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社会人”(郭跃等,2023)。 不少文献仅关注到了居民诉求的私

利性,但忽视了社区中的积极公民围绕公共利益和议题所提出的公共诉求,这些诉

求蕴含了一定的公共精神与意识。 比如常见的是,有居民会投诉社区公共基础设施

老化等问题。 判断诉求公共性的程度主要从三个“充要”测量维度出发:(1)立足公

共利益考虑,能够反映多元群体的共同利益;(2) 诉求在一定区域内具有普遍性;
(3)围绕某一公共议题展开。

2.
 

诉求的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观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



超越事本主义的“转化”: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诉求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71　　　

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 (韦伯,
2005)。 工具理性主要处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 而居民诉求的工具理性主要体

现在其是否合理可行。 合理性(rationality)可被理解为某一诉求在特定情境下恰如

其分而不偏颇,或在逻辑上一致,其达成必然以讲道理为基础(肖瑛,2014)。 在诉求

回应的语境中,合理性更强调居民诉求合乎人情伦理、契合当前法律法规与政策要

求,且基层政府在调动一定资源而不付出高额行政成本的基础上有能力予以解决。
目前来看,多地 12345 市民热线运转过程中遇到了大量不合理的“奇葩”诉求,比如

有居民因风水迷信要求政府拆除公共设施,甚至要求重新组织高考等,这类诉求显

然不符合公序良俗。 当然,更多诉求并非违法违规,而是直觉上处于一个相对模糊

的边界地带。 总体而言,合理性是一种技术判断。 判断诉求合理性的程度,主要从

四个“充要”测量维度出发:第一,不违反法律法规;第二,符合公序良俗;第三,符合

客观现实,不弄虚作假;第四,属于基层政府的职责范畴,不超纲越界,且基层政府力

所能及,具有可行性。
诉求的公共性和合理性是影响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方式的重要自变量,两者

之间没有明显的“内生性”,有高公共性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合理性程度就高。 相反,
高合理性的诉求也未必意味着诉求的公共性程度高。 满足这一条件为下一步的属

性交互的类型学划分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类型学分析框

架,两个变量均为相对概念,在实践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 例如,被学界大量讨论

的政策模糊性本就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这也是类型学分析一贯遵循的研究思路。

(二)
 

分类框架

综合上述公共性和合理性两个诉求属性,根据各自的测量维度,可将多元化的

社会诉求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分别对应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诉求的四种行动

策略。 其分类框架如图 1 所示。 (1)象限Ⅰ:“高公共性+高合理性”居民诉求。 其回

应的意义不仅在于反映了专业化服务供给生产的盲区与疏漏,而且能够及时吸纳辖

区(群体)民众的意愿、想法、经验和知识并将其融入服务过程,进而提升服务效能、
正当性和居民满意度。 对此,基层政府会运用服务优化策略,通过科学论证规划、多
元群体需求采集及合作生产等方式,推动基层公共服务优化完善,从而减少基层公

共服务可及性、均衡性等问题引发的居民诉求。 (2)象限Ⅱ:“低公共性+高合理性”
居民诉求。 其回应的意义在于加强个体与基层政府和社区的联系、改善干群信任关

系和情感联结。 基层政府会采用实质解决的方式,通过部门协同、一对一地精准解

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疑难杂症,进而加强干群联系,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减
少政民联系不足所产生的诉求。 (3)象限Ⅲ:“低公共性+低合理性”居民诉求。 其回

应的意义在于做好社会管控、疏导社区情绪和消除潜在风险。 基层政府会采用情感

安抚策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耐心沟通的方式化解居民怨气、消解潜在的社会冲

突,同时对重点人群进行“监测”,减少此类居民重复诉求的可能。 (4)象限Ⅳ:“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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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的“诉求属性 行动策略”类型学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共性+低合理性”居民诉求。 其回应的意义在于激活以往难以有效运转的社区协商

议事机制。 基层政府会采用下沉议事策略,以此类诉求为契机,通过科学事实论证、
居民集体劝说和政府部门在场等方式,推动社会自治有机运转,打消居民群体性疑

虑,减少此类诉求的重复发生。

四、
 

案例检视:
 

D 街道的“接诉即办”实践

不同于量化研究,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入揭示因果机制,而非对因果效

应进行假设检验。 本文选择的案例是北京市 D 街道“接诉即办”改革实践。 区别于

其他城市的 12345 市民热线运行模式,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背景下的 12345 热线已

化身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政治注意力。 2021 年,北京

市出台《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标志着接诉即办工作纳入法治轨道,进而构建

起一种制度性的高压治理情境。 而之所以选择 D 街道案例,理由有二:一是案例的

典型性。 该街道位于核心城区,人员与社区构成多元,流动人口较多,社会诉求多种多

样且数量较多,面临着超负荷的治理压力。 这与当前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高

度契合。 对此,D 街道采取多种治理策略,实现了接诉即办绩效的显著提升。 2021 年 D
街道诉求量约 7800 件,2022 年由于疫情影响诉求量攀升至近 12000 件,2023 年 D 街道

诉求量回落至 5800 件左右。 进入 2024 年,诉求量每月平均不超过 400 件①,整体呈现

① 数据来源:内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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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居民诉求递减趋势,万人诉求比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 同时,这些有关回应的举

措较为平实可行,学习成本较低,核心在于回应思路的转变,具备一定的可复制性。
二是相关资料的丰富性。 笔者对相关主管单位、D 街道相关负责人、具体诉求承办人

员及社区书记进行了多轮结构式和非结构式访谈,获取了 D 街道的政府内部文件,
并对该街道的基层治理进展进行了长期追踪。 这些资料构成了本案例较为坚实的

“资料三角”。 基于学术伦理要求,文中出现的地名和人名等相关信息均已作匿名

处理。
 

(一)
 

制度性压力情境下高强度回应及其服务泛化

2019 年,北京市在前期“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基础上推出了“接诉即办”这一重

要改革。 具体而言,就是将以往分布在不同条线的 60 余条政务服务专线的职能整合

至统一的 12345 市民热线,并接入 16 个区、343 个街乡镇和 65 家市直部门。 市民热

线服务中心统一接收公众诉求、形成派单,派发至对应的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承办

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办理。 其中,基层政府承担了一半以上的诉求量。 热线中

心会在规定时间内对诉求人展开回访,了解诉求的回应情况,形成响应率、解决率和

满意率三项核心评价指标。 同时,市级政府会定期对承办单位开展基于排名制的绩

效考核,通过高频次的书记点评会和调度会将压力实时传递下去。 因此,接诉即办成为

了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 数据显示,2024 年 12345 热线共受理诉求 2419. 5 万件①,这
意味着当年平均每一位市民都有过求助接诉即办的经历。

在此背景下,D 街道与北京市其他街道一样都深度卷入这场中心化、政治化的政

府回应工作中,24 小时轮轴转、承办工单。 这些多元细碎的居民诉求使得 D 街道工

作人员疲于奔命,频密繁重的考核更是让 D 街道干部非常紧张。 “做不好一件你都

干出 100 名,两件你就垫底,全市 343 个街镇,如果街道有两个未解决不满意,可能就

300 多名了”(访谈记录 JD0704)②。 在这种制度压力下,12345 热线成为了不少居民

的“许愿池”,其事务边界泛化,居民诉求被无节制地发包、形成治理任务下沉至基

层。 基层人员不得不好声好气地向居民妥协,许多本属于社区自治乃至家庭责任的

事务也被一一办理。 而且,D 街道为提升满意率,会通过文书剔除机制等进行规范回

应和形式化回应,甚至还会通过干部个人力量(如个人帮助居民弥补小额经济损失)
平息诉求。 在诉求办理过程中,基层人员也要经常与居民斗智斗勇,想尽办法让居

民“满意”。 社区书记如果把握不准居民是否真正满意(担心居民可能出于情面表面

答应,而在后续回访中矢口否认),还会向街道及时反馈,由街道再次介入询问,尽量

确保万无一失。 对此,相关负责人也非常无奈:“有些政策边界稍微一模糊就容易培

养巨婴,起到一个反作用,最终要反噬这个政策。”(访谈记录 JD0704)

①

②

数据来源:《2024 年北京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年度数据分析报告》,具体参见 https: / / www. beijing. gov.
cn / hudong / jpzt / 2024ndsjbg / index. html。
本文的编码原则为“层级+日期”,其中街道编码为 JD,社区编码为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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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 街道有效回应的行动策略

政府回应依赖于政民互动的过程及发生场域,塑造出形式多样的回应行为(孙

斐,2012)。 在上述高强度回应和压力型情境下,D 街道通过形式化回应、共谋和避

责等方式制造满意率以取得竞争优势。 但同时,笔者通过长期田野观察也发现,D 街

道并未一味迁就各类诉求。 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诉求数量众多、内容繁杂;另一

方面,接诉即办的常态化运作要求这些诉求必须得到回应,而单纯的回应工作会给 D
街道及其下辖社区带来巨大负担和压力。 办理人员多次向笔者表示,对待诉求需具

备掌控感,要积极吸附并主动拉长回应的过程,关注问题背后的根源,通过破解根源

问题而非仅解决某个诉求本身以降低诉求发生概率。 以下四种行动策略取得了一

定的治理成效。
1.

 

“服务优化”(高公共性+高合理性诉求)
高公共性且高合理性诉求一般直指某些基层服务供给的缺失。 服务优化正是

针对这部分社会诉求所作出的资源优化配置及基层服务再生产,从而缓解科层组织

专业化生产的视野盲区与路径依赖导致的服务供给可及性不足、公平性不佳等问题

(曹海军和王丽娟,2025)。 D 街道的 XK 小区有 6 栋住宅,涉及两家居委会、三家物

业楼,以及央产、回迁、军产和商品等多种产权类型,居民以往都是通过向物业买电

而没有接入国家电网,经常电话反映由于欠费半夜停电,但由于产权混乱,居民都不

愿意自主牵头,管理单位更是各扫门前雪。 接到多次投诉后,D 街道认为该诉求符合

这些异质性群体的共同利益且较为合理,于是投入 40 万元资金将所有楼表改造升

级,直接接入国家电网,居民可自行在手机上购电,此举受到了居民用户的广泛好

评。 自此,购电类诉求大幅减少。 这些诉求还包括公园改造、社区健身器材的丰富

完善、公共晾衣器具的增设、社区外卖公约的调适修改等。 上述诉求并非完全是公

共服务供给的盲点,因为有些诉求早已有之,许多是因为基层缺乏意愿或相关资源

而没有动力解决。 接诉即办塑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为基层政府解决诉求提供了政

治动力,以及通过吹哨报到机制向上协调资源的合法性。 “我们都是事先及时发现

及时解决,看到描述性倾向性,或者我们觉得这个问题,老百姓会关注或影响他们集

体生活,你就别等他真曝出来,你瞅他曝出来再解决,人再打电话要投诉你就很被

动。 你提前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甚至让居民感受不到你刻意的那种服务,都是做于

日常、化于无形。”(访谈记录 JD0704)服务供给是基层政府的核心职能,基于居民诉

求的服务优化能够在精准掌握居民的公共需求基础上推动合作生产,从而减少由基

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引发的居民诉求。
2.

 

“实质解决”(低公共性+高合理性诉求)
 

实质解决是对居民真正的民生所需加以实质性落实与解决,但并不意味着所有

诉求都较容易办理,也需调动一定的资源。 D 街道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落实:一是

建立社区专员制度。 街道职能科室的负责人担任专员嵌入社区,日常巡视、关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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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动态,并公布自身联系方式,从而切实实现直接面向居民。 而且,社区专员能够联

结到更高层次的资源,获得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协同办理居民诉求。 一位社区书记

表示,“我们有两个专员,一个是执法队的,一个是司法所的,遇到拆违建的问题,可
以直接找我们的专员,利用专员的力量” (访谈记录 SQ0725)。 二是召开每日调度

会。 通过街道主要领导每日调度的方式协调各方资源,共同解决居民的疑难杂症,
领导对诉求的解决直接拍板决定,实时传递出政治势能,推动各个职能部门有所作

为,真正满足这类个体所需。 “调度是一种形式,是一个途径,它是推动工作向前发

展或者使老百姓的问题能够有效解决的一个抓手。” (访谈记录 JD0704)实质解决居

民诉求有效加强了干群联系与互信,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建立起良好干

群互动关系的居民也更愿意遇到问题直接找社区和街道,而非向上反映。
3.

 

“情感安抚”(低公共性+低合理性诉求)
低公共性且低合理性诉求通常是居民的情绪宣泄行为。 情感安抚是针对这部

分诉求通过情感治理的方式消除居民蕴藏的怨气和潜在冲突。 随着接诉即办机制

的持续运转,12345 市民热线已成为不少居民的“出气热线”,居民通过该热线表达其

对基层治理工作和周边生活日常的不满。 对此,D 街道高度重视,强调通过领导见面

凸显重视程度、排查和划分重点人群等方式开展群众工作,借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的情理治理博取居民情感认同,营造良好社区氛围,积极疏导民众情绪。 “可能这个

事没有解决,但是居民就给了个满意评价,为什么? 因为他认可你的工作,他认可你

这个人也行,但是这种案例太多了,可能不是说你帮他解决问题了,你帮他把气捋顺

了,也可能这个事就解决了(访谈记录 SQ0725)。 例如,外卖员常因为无法进入社区

和物业保安发生冲突,街道对此表示非常理解和共情,愿意抽出时间和他们交流、疏
导情绪,当事人表示理解后也大多不再拨打热线电话。 笔者还了解到,许多诉求往

往顾左右而言他,而情感安抚还能够进一步挖掘诉求背后的“隐情”,从而及早介入、
主动化解。 “你得保持密切黏性,居民打电话提了诉求,你面都不见,你怎么知道这

个人具体有没有其他隐情?”(访谈记录 JD0704)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是基层治理

的一项重要工作,情感安抚通过消除居民的“怨气”,尽可能地降低基层社会运行的

潜在风险,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推动居民理解和认同基层工作,减少了某些特定人

群和群众不了解、不认同基层工作而带来的重复性诉求。
 

4.
 

“下沉议事”(高公共性+低合理性诉求)
高公共性且低合理性居民诉求反映了一定范围内或群体性的居民公共利益,但

不符合现实条件。 下沉议事是指将这部分诉求下沉到社区场域,以协商议事和政府

部门在场的方式加以讨论。 XG 小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引发了周边 HK 小区居民的不

满,居民纷纷拨打 12345 热线,认为当前自身小区也老化严重,需要进行改造修缮。
社区居委会对此开展工作并作出了说明,但当地居民并不买账,“现在人越来越较

真,有时候人家就觉得你是来糊弄我们的” (访谈记录 JD0706)。 有研究发现,在普

通人眼里政府具有高道德性,社区作为“社会上的人和事”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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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飚,2010)。 因此,居民多认为协商议事是走走过场,参与程度比较低。 D 街道借

此协同社区组织了协商议事会,引入专业职能部门,动员中青年群体参与,并耐心地

对其作出专业的政策解释,从而打消了居民的疑虑,减少了此类重复诉求。 笔者了

解到,D 街道还主动将此事上报给相关城市规划部门,积极为 HK 小区争取相关政策

支持与利益。 “我们得跟他解释什么样的小区能列入项目库,一个是程序,一个是时

长,我们解释归解释,也得着手做这个工作了,比如说集中反映,我们也在做,跟建委

和区里边进行报备。”(访谈记录 JD0704)下沉议事不仅解决了这类诉求,还借此推

动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运转,强化了居民的社区联结与信任,修复了社会资本,将
以往死气沉沉和老龄化严重的形式化协商议事打造成为真正解决居民集体心结、回
应利益关切的平台,此类诉求也由此大幅减少。 这与之前学者认为政府回应会带来

社会挤出效应的观点存在差异,基层政府在这种回应诉求中能够借机推动社会机制

的修复与完善。
 

五、
 

转化式回应:
 

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的一种理论解释推导

　 　 基层治理研究应以寻求因果解释性知识为使命,探寻基层治理的“一般原理”
(王诗宗和杨帆,2022)。 因此,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案例中超大城市基层政

府能够根据“公共性 合理性”不同属性类型的诉求交互,实现一定的有效回应? 学

界需对此作出理论阐述。 本文尝试推论出一种“转化式回应”的新解释。 这种回应

模式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事本主义的逻辑,推动了较为长效的治理回应。

(一)
 

“转化式回应”的理论概念与原理

古典的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受理性人假设支配,是高度结构化、机械且封闭的系

统,而外部环境是给定的变量。 随着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开放系统视角的组织

理论将组织视为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且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 组织存

续与发展深深嵌入并受制于周遭环境,同时也对外界环境产生能动影响。 组织与环

境进行资源交换,更在环境的塑造下不断演进,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总

而言之,环境是组织系统维系自身的能力、形成系统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根源。 超大

城市基层政府既是一个理性组织,也是一个与环境时刻发生交互的开放系统。 基于

此,本文提出一种“转化式回应”的理论框架(图 2)。 “转化”指事物从一种形态或性

质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或性质的过程。 转化式回应是指理性的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将

个体或群体的多元诉求这一环境要素转化为基层组织运作和治理生态所需能量的

能动过程。
 

转化式回应运作的原理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外部规模化的居民诉

求被建构为一种意义系统,基层政府组织能够在其中挖掘出多层次意义。 环境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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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化式回应”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织成员的意义之源(斯科特,2020),作为复杂社会环境运行的体现,多元异构的规模

化居民诉求会影响超大城市基层政府组织行为的选择及其效用。 具体来说,居民诉

求为基层政府组织提供了正向或负向两种能量。 在经济学中,外部性(externality)是

指一主体给另一主体带来的收益(正外部性)或损失(负外部性),而后者对该收益或

损失的产生并无选择权。 同时,超大城市独特的治理规模加剧了这种外部效应,并
决定了治理工作的开展方向和推进路径(韩志明,2021),这使得基层政府对于这种

意义的反应或反馈是有边际效用的,值得为之付出努力。 前文中根据属性构建的类

型化诉求,一方面,居民诉求内部蕴含了许多正向反馈,比如服务供给不足的盲点、
政民联系的不足等,这些都可为基层治理系统注入合理因子;另一方面,其也蕴含了

许多负外部性,比如难以短期处置的社会冲突与风险点、集聚的“怨气”。 如果采取

形式回应或象征性回复,诉求中的负外部性仍会继续以重复诉求的方式扰动正常回

应工作,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 居民诉求可能只存在正外部性,也可能只存在

负外部性(比如某些以情感安抚为主的个体化诉求),甚至可能两者兼具,但都需要

基层政府将回应工作作为一种放大诉求正面外部效应和降低负面外部效应的持续

互动过程,而非单纯的即时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组织理性的有限性,基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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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诉求的正负外部性并非完全能够精准识别、判断和挖掘。
第二,将诉求办理与多重治理功能相联结,修复基层治理生态。 随着国家治理

目标的渐进转型和社会治理重心的下沉,基层治理已成为协调社会发展和秩序之间

内在张力的主要场域(冯仕政,2021)。 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承担着服务供给、矛盾

协调维稳和打造治理共同体等多重治理职能。 而居民诉求的产生往往与超大城市

社会快速转型中的治理功能欠缺和生态不完善紧密相关。 理性的超大城市基层政

府组织通过建构和挖掘社会诉求环境的意义系统,借力打力,通过政民互动、合作生

产、情感治理和自治修复等一系列手段,统筹协调其他治理工作,使之从治理负荷与

任务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与支点等合理要素乃至积极要素。 比如 D 街道利用高公

共性和合理性诉求中蕴藏的服务供给不足的信号,吸纳居民诉求的合理想法和资源,
推动了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减少了因服务供给不足引发诉求的可能性。 又如,通过

情感安抚等方式降低社会风险,针对难以化解的矛盾冲突专门设立“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针对特殊诉求在特定场域定点蹲守解决,强化各类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等,从
而遏制了诉求的进一步升级。 总之,转化式回应能够优化诉求源头、提升基层组织绩

效,减少居民在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和产生诉求的可能性,从而缓解了诉求

压力,对冲了制度压力。 同时一举两得的是,转化式回应与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其他工

作实现了良好承接与协同,而非之前学者们普遍认为的回应性工作会挤压其他基层治

理工作。 这正是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工作从事倍功半到事半功倍的关键所在。

(二)
 

事本主义逻辑及其治理超越

基于事本主义的回应是一种以“解决问题” 为导向的线性治理逻辑(汪仲启,
2022),表现为裁决性强于对话性、重释因而少疏解(李慧龙和于君博,2019)。 某种

意义上,在接诉即办改革的推动下,政府科层体系成为了以即时解决居民事务为中

心的组织体系,聚焦于实时解决居民的各类诉求。 然而,这种情形在一般城市中或

许能够得到持久实现。 因为一般城市的基层人口体量较小且流动性较弱,社会团结

程度较高,基层政府回应负担不重且诉求较易得到处理。 此时的事本主义可能是积

极正向的;而事实证明,在超大城市巨量的人口规模、快速的人口流动与“强连接 弱

组织”的基层社会形态条件下(冯仕政,2021),短期内或许通过高压态势和制度惯性

能够实现海量居民诉求的快速响应,但长期来看,由于行政成本投入过高而很难持

续。 实践证明,在转化式回应中,以往被视为基层治理任务与负担的居民诉求,也能

以信号、信息和抓手等方式成为基层治理的资源和支点。 诉求源于居民生活世界,
也能反作用于日常的生活治理。 反之,若忽视居民诉求的外部性,无视其多维意义,
一味追求单纯的短平快回应或带有逃避心态的形式回应,则会加剧基层治理中的物

理和精神负担,陷入事本主义的苦海无法自拔,进而难以真正构建起有效且可持续

的回应机制。 回应工作只“埋头做事”而未将其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积极要素,这种事

本主义也从侧面解释了诸多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忙而无功”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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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回应强度的主流理论解释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的复杂性和能动性。 而根据转化式回应的实践逻辑,接诉即办能够为基层政府

呈现出自身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为其介入提供条件,因此,接诉即办成为基层政府改

进组织运行、优化治理生态的一面“镜子”,而非仅仅是一个即时办理诉求的“窗口”。
由此,借助接诉即办改善基层治理生态才是破题关键,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小事

不出社区”,推动接诉即办从短期主义向长期主义转变,而非废止该机制回归以往的

常态回应或继续保持高强度回应。 D 街道也认为接诉即办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答复工

作,更是对整体社会治理环境的检验。 “接诉即办是考验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你这

个工作干得好不好,你的基层治理好不好,不用听你汇报,我看你接诉即办成绩,基
本上我都能判断出个大概。 如果说你接诉即办一直靠后,你能说你这个社会治理好

吗? 老百姓的问题诉求你都解决不了,老百姓的意见那么大,他不满意,你能说你这

个社会治理做得好吗? 为民服务做得到位吗?”(访谈记录 JD0704)

六、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主要结论

　 　 提升基层政府回应性是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打造以个体生活福祉

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 近年来,以 12345 市民热线为牵引的接诉即办无疑是其中最

受关注的改革模式,但多地在实践过程中却普遍出现了“忙而无功”“事倍功半”的结

构性困境。 理论界主要将其解释为上级制造回应强度的增强或减弱,从而导致基层

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本文将居民诉求属性纳入基层政府回应性的研究

视野,探究了在超大城市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有效回应诉求的行动策略,并尝试推

导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在高度模糊化、规模化和个体化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情境

中,基层政府能够因诉而行、精准施策。 诉求属性是影响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的重要

变量,根据公共性和合理性的交互分化出服务优化、实质解决、情感安抚和下沉议事

四种有效回应策略。 实现有效回应的关键在于超越事本主义的“转化式回应”。 转

化式回应是指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将个体或群体的多元诉求要素转化为基层组织运

作和治理生态所需能量的能动过程。 其基本原理是,作为与环境时刻交互的开放系

统,理性的基层政府组织将属地规模化的居民诉求视为一个可强化诉求的正外部性

并降低负外部性的多层次意义系统,通过将诉求办理与多重基础治理功能相链接,
使之从治理负荷与任务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与支点等积极要素,修复基层治理生

态。 在这个层面上,遵循事本主义而缺乏转化式回应可能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事

倍功半”的一种深层次原因。
 

(二)
 

政策建议

在现实中,以接诉即办为代表的提升基层政府回应性的实践仍在不断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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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政府回应的有效性,缓解基层政府资源短缺与居民诉求的多

元性、复杂性及无限性之间的张力,本文认为未来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改进。
第一,上级政府做好诉求分流,优化诉求结构。 上级政府不应无视诉求规模、不

合理诉求对基层造成的负面影响。 要从端口处对居民诉求进行精准分析、筛选和拦

截,将真正需要且能够办理的诉求下沉到基层。 可考虑对历年诉求及其办理情况进

行大数据分析,设计一套科学的居民诉求判断体系,通过算法训练,利用人工智能对

居民诉求加以分析,明确接诉即办的回应边界。 在优化考核指标上,可动态完善评

价体系,充分考量各街道的辖区人口、面积、治理难度等,降低满意率的考核权重。
当然,一定范围与程度的制度压力是必要的,能够有效遏制基层政府对居民诉求回

应的惰政和庸政行为。
 

第二,基层政府做好诉求转化,改善基层治理生态。 居民诉求下沉到基层,最重

要的并非有一办一、就事论事,而是摆脱对诉求的麻烦感与负担心态,充分发挥能动

性和创造性,因时因地因事将其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积极因素,持续改善基层治理生

态。 建议基层政府主动对辖区内的居民诉求进行定期整体分析研判和动态监测,挖
掘诉求背后隐藏的地方性规律和知识,汲取诉求中的强合理性和强公共性等要素,
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转变,使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系统性地持续转

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超大城市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三)
 

研究贡献与局限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本文关注到以往学界长期忽视的居民诉求

属性要素及其对基层政府回应过程的复杂影响,构建出一个“诉求属性 行动策略”
的类型学分析框架;第二,在回应强度的增减解释之外,本文关于“转化式回应”的原

创性理论阐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逻辑,丰富了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回应性的基础

理论体系;第三,本文围绕诉求属性所进行的转化式回应模式为我国基层政府回应

工作带来重要启示,为接诉即办从短期主义走向长期主义贡献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行

动路径。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 第一,由于是个案研究,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可能有所弱化,仍需更多案例佐证;第二,相关理论要素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比
如转化式回应与基层自主性之间关系问题还需更为细致的探讨,未来笔者也将继续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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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beyond
 

Matter-of-factness:
 

Action
 

Strategies
 

and
 

Explanations
 

for
 

Effective
 

Respons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Megacities
 

to
 

Demands
MENG

 

Fankun1,2

(1.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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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megacitie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responsivenes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megacities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entered
 

on
 

individual
 

well-being.
 

The
 

“Swift
 

Response
 

to
 

Public
 

Complaints
 

”
 

mechanism,
 

originating
 

in
 

Beijing,
 

China􀆳s
 

capital,
 

is
 

a
 

significant
 

reform
 

innovation
 

aimed
 

at
 

improving
 

the
 

responsivenes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that
 

is,
 

efficiently
 

responding
 

to
 

public
 

demands—through
 

the
 

12345
 

hotline.
 

This
 

reform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as
 

been
 

promoted
 

nationwide.
 

However,
 

with
 

the
 

nationwide
 

rollout
 

of
 

the
 

“ Swift
 

Response
 

to
 

Public
 

Complaints
 

”
 

mechanism,
 

driven
 

by
 

the
 

12345
 

citizen
 

hotline,
 

many
 

local
 

practices
 

have
 

faced
 

a
 

structural
 

dilemma
 

of
 

being
 

“ busy
 

but
 

ineffective”.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has
 

two
 

competing
 

research
 

paths: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response,
 

leading
 

to
 

a
 

dilemma.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ypolog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demands,
 

and
 

examines
 

the
 

internal
 

process
 

of
 

effective
 

response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megacities
 

using
 

a
 

case
 

study
 

of
 

D
 

Street
 

in
 

Beij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demands
 

based
 

on
 

“ publicness-rationality ”
 

grassroots
 

governments
 

differentiate
 

into
 

four
 

action
 

strategies:
 

service
 

optimization,
 

substantive
 

resolution,
 

emotional
 

reassur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consult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deriv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 transformative
 

response”:
 

as
 

an
 

open
 

system
 

constantly
 

interacting
 

with
 

its
 

environment,
 

rational
 

grassroot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view
 

the
 

large-scale
 

public
 

demand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as
 

a
 

multi-
layered

 

system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By
 

linking
 

the
 

handling
 

of
 

these
 

demands
 

with
 

multiple
 

basic
 

governance
 

functions,
 

they
 

transform
 

them
 

from
 

governance
 

burdens
 

and
 

tasks
 

into
 

positive
 

elements
 

such
 

as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leverage
 

points,
 

thereby
 

restoring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ecosystem.
 

This
 

process
 

ultimately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demands
 

arising
 

at
 

their
 

source,
 

alleviates
 

pressure
 

from
 

demands
 

and
 

offsets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achieves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suppress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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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governance
 

efforts.
 

This
 

situ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context
 

of
 

megacities.
 

In
 

this
 

respect,
 

a
 

short-sighted,
 

pragmatic
 

response
 

lacking
 

transformative
 

response
 

may
 

be
 

a
 

deep-seated
 

reason
 

for
 

the
 

“ inefficient
 

results ”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achieving
 

a
 

balanced
 

response
 

from
 

two
 

aspects:
 

diversion
 

from
 

higher
 

levels
 

and
 

transform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is
 

paper􀆳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clude
 

incorporating
 

the
 

attributes
 

of
 

demands
 

into
 

research
 

on
 

grassroots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proposing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transformational
 

response”,
 

thus
 

enriching
 

current
 

theoretical
 

work.
 

Furthermore,
 

this
 

paper
 

offers
 

a
 

practical
 

action
 

path
 

for
 

shifting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from
 

a
 

short-
term

 

perspective
 

to
 

a
 

long-term
 

on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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